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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家庭教育法（草案）》、各省市《家庭教育促进条例》的颁布使得家庭教育开始进入法制化发展轨道。体罚作为家

庭教育场域下一种消极的教养方式，其危害性已备受关注，但目前在法律层面并未对家庭体罚做出明晰界定。本文从保护儿

童的合法权益出发，呼吁“禁止一切体罚”，并就家庭体罚立法的困境、必要性与可行性展开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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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mily Corporal Punishment Legislation: The Proper Measure of the
Protection of Children’s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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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the promulgation of family Education Law（Draft）and Family Education Promotion Regulations of various

provinces and cities have made family education start to enter the development track of legal system. Corporal punishment，as a nega-

tive way of education in the field of family education，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for its harmfulness. However，there is no clear defini-

tion of corporal punishment in the family at the legal level. Therefore，starting from protection of children’s legitimate rights and inter-

ests，this paper calls for“banning all corporal punishment”，and discusses the dilemma，necessity and feasibility of family corporal

punishment legi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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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孕育人才的摇篮，是落实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的最小单元。家庭教育的质量与社会

的进步、国家的兴盛紧密相关。体罚作为家庭教

育中的一种普遍现象，侵害了儿童的权利，带来

诸多消极影响，根据《儿童权利公约》的精神，保

护儿童权益是国家的职责。结合当今的时代背

景，家庭教育的法制化进程已取得突破性进展，

那么，“禁止家庭体罚”的立法工作已经就有了一

定的现实基础，因此，本文就“禁止家庭体罚”立

法的落地展开讨论并提供理论支持。

一、法律灰色地带下的家庭体罚

在我国，《义务教育法》中禁止教师体罚学

生，但未对父母体罚孩子作出明确规定。2021年

6月生效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中规定，“禁止对未

成人实施家庭暴力”。我国有专门的《反家庭暴

力法》以及与虐待相关的《刑法》，但体罚并未上

升到法律层面。目前，《家庭教育法》处于征求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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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意见阶段，那么，体罚与家庭暴力、身体虐待有

何关系，它是否应该纳入立法的范畴呢？

首先，关于体罚的定义，国内外学者尚未形

成共识。而目前被广泛接受与认可的定义是来

自Straus的观点，“为了矫正或控制孩子的行为而

使用武力，旨在使孩子经历身体的疼痛但不会造

成伤害的行为”［1］。体罚形式较多，既包括打屁

股、扇耳光、推挤、摇晃等轻度体罚，也包括用某

些物体（皮带、梳子）揍、拳打脚踢、用力地摔倒孩

子等重度体罚。已有研究指出，父母体罚的概念

存在争议的原因，主要是与身体虐待、家庭暴力

等相关概念的界限不明晰，因此有必要进行概念

的比对，加以区分［2］。

其中，身体虐待是指对儿童施加任何非意外

性的身体伤害，导致死亡、外型损毁、功能损害者

或处于可能发生上述伤害之险境。从体罚与身

体虐待的定义可以看出，它们的实施主体都由父

母或孩子的监护人担任，都是一种消极的教养方

式，当体罚的发生频率和严重程度越高时，上升

为虐待的可能性就越大［3］；其次，都采取武力或者

借用物体的惩戒方式来对待儿童，并且越来越多

的证据表明，两者产生的负面结果非常相似。而

两者之间的区别主要表现在：首先，目的不同；体

罚作为一种管教儿童的策略，目的是为了矫正或

控制儿童的行为；而虐待更有可能是对负面刺激

作出的过度反应，这一刺激源不仅来源于孩子，

还跟自身的情绪有关［4］。另外，从结果来看，体罚

只会引起儿童疼痛，而虐待常给儿童带来重大伤

害。并且在实际干预中，虐待儿童是一个刑事问

题，而大多数体罚孩子的父母即使造成严重后

果，也仅被看成是管教孩子，并不受虐待的指控。

体罚与家庭暴力之间，两者似乎有交叉之

处。我国的《反家庭暴力法》明确规定，家庭暴力

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

自由以及经常性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

精神等侵害行为。而体罚也是采用武力，涉及家

庭暴力“殴打”这一个层面。但考虑到国人的用

语习惯和情感接受问题，常在实际调查中回避使

用“家庭暴力”概念，而用“体罚”这个中性词来代

替［5］。但实则从两者的定义来看，这种家庭体罚

就是对儿童的家庭暴力，或者称之为“父母暴

力”。而体罚是否为暴力、是否会引起虐待很少

在学术界讨论。

综上，本文认为体罚属于家庭暴力形式之

一，并且常与虐待发生在同一情境中，体罚是演

变为暴力与虐待的高度危险因素。然而在2015

年12月通过的《反家庭暴力法》中，虽指出儿童在

某些形式的体罚上受法律保护，但并无明确禁止

对儿童的体罚。其中第12条规定，禁止监护人对

儿童实施暴力，但无明文禁止体罚。现阶段颁布

的《家庭教育法（草案）》以及各地的《家庭教育促

进条例》中，也只是提到禁止家庭暴力，这也从侧

面反映了目前家庭体罚的合法性。因此，体罚和

家庭暴力之间似乎没有严格的界限，反过来，暴

力实施者常用体罚做挡箭牌。目前法律只禁止

严重的、造成伤害的暴力或虐待行为，而更为普

遍的父母体罚领域仍然是一个灰色地带。

二、家庭体罚立法的理论必要性

（一）家庭体罚对儿童身心健康的严重危害

体罚是世界范围内对儿童最常见的暴力形

式，全世界绝大多数儿童仍然很少或根本没有免

受暴力惩罚的法律保护。在没有禁止父母体罚

的国家，这种合法性便意味着大多数儿童遭受的

暴力行为在法律上和社会上都是可以接受的，即

驱使了暴力抚养儿童的正常化，使儿童在社会中

的低地位根深蒂固，并为其他形式的暴力和虐待

铺平了道路。

体罚的利弊问题一直被研究者们争论，但纵

观多年的研究来看，除了孩子的立即顺从外，没

有带来其他的积极结果。而且越来越多的证据

表明，体罚不仅是一种无效的管教策略，还会给

儿童带来诸多负面后果，包括短期和长期的、个

人和关系层面的，以及直接的和间接的。并且即

使是所谓的“轻度”体罚也会产生广泛的负面健

康与行为结果，包括心理健康、认知发展和教育

成果等。如Gershoff（2002）通过对88项体罚影响

研究的元分析，为体罚与一系列内部和外部失调

指标之间的联系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证据［6］。具

体包括攻击性行为和其他反社会行为的增加；抑

郁、焦虑等心理健康问题突出；道德内化程度降

低；亲子关系质量下降等。尽管体罚的危害性已

被众多研究所证实，但从体罚的发生率来看，目

前的形式仍然不容乐观。例如研究者对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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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8名3至15岁儿童的父母亲调查发现，体罚的

发生率高达53.73%（母亲）和48.29%（父亲）［7］。

因此，目前仍有大量儿童在家庭、学校或其他环

境中以“纪律”为借口经常遭受暴力和羞辱。鉴

于此，学术界以及人权组织将体罚视为关注焦

点，呼吁改变对儿童进行体罚的态度和做法，提

倡正面养育，为儿童的健康成长创造适宜的环

境。

（二）儿童权利保护的国际趋势

由于儿童的生存和发展关系到国家和民族

的命运，所以儿童问题越来越引起各国政府和研

究者的关注，保护儿童权利的条款在各国法律中

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儿童权利公约》作为第一

个涉及到人权问题的国际文书，其最大特点是将

18周岁以下的儿童作为完整的“人”来对待，赋予

他们与成人同样的权利和尊严，即儿童成为完全

意义上的权利主体，具有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

权与参与权。目前该公约有196个缔约国，反映

了这些国家对保护儿童权利的坚定立场。并且

近年来，各国对儿童的保护意识增强，保护力度

增大。

为了贯彻《公约》的精神和要求，我国颁布了

《未成年人保护法》，那么从儿童权利保护的视

角，体罚具体侵犯了儿童的哪些权利呢？首先，

体罚侵犯了儿童的身体健康权。由于儿童正处

于身体的发育期，各种身体器官的发育还不成

熟，采用暴力的体罚方式极易给儿童造成身体器

官的损伤，比如被扇耳光，未必危及其生命、但却

损害其生理功能，破坏其身体；借助工具的严重

体罚更是极易造成重大伤害。其次，体罚侵犯了

儿童的人格尊严。儿童和成人一样，也是有尊

严、有权利的“人”，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义务

教育法》中规定：“不得对未成年学生和儿童实施

体罚、变相体罚或者有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

为。”而体罚孩子本身是对人权的践踏，实质是成

人的人格凌驾于儿童人格之上的一种表现，每一

次体罚都会对儿童身心造成不同程度的伤害。

同时，这也不是我国《未成年保护法》中所说的教

育孩子的“适当方法”，这种简单粗暴的管教方式

不符合现代文明和道德的要求，是一种以强凌弱

的行为，侵犯了儿童作为“人”的基本权利。

因此，无论是在家中，还是在学校，体罚都是

不符合《儿童权利公约》及我国相关法律的价值

观的，把儿童看成有人格尊严的“人”和有能动性

的权利主体，是儿童权利保护的基点。而目前我

国只针对教师体罚行为有了明确的违法立场，针

对更为普遍的父母体罚行为，儿童权利保护仍处

于失实的状态。

三、家庭体罚立法的现实可行性

（一）时代精神与法律主旨的契合

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中多次强

调“引导全社会注重家庭、家教、家风”“要在家庭

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关于指

导推进家庭教育的五年规划（2016—2020年）》也

提出要加快家庭教育法制化建设，推进家庭教育

立法进程。因此，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

精神，加快落实国家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回应

全社会加快家庭教育立法愿望，各省市依托时代

的总体要求，立足本地实际，开始制定并实施本

地家庭教育条例。并在2021年1月20日召开的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

《家庭教育法（草案）》（以下简称《草案》）通过，并

于1月27日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

那么，根据我国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各地

颁布的条例，禁止父母体罚契合其中的主旨是如

何体现的呢？不管是《草案》，还是重庆、江苏、浙

江、山西等地颁布的《家庭教育促进条例》都在总

则里阐述了其目的，主要包含了三个要素：（1）背

景：贯彻家庭、家教、家风问题的有力举措；（2）教

育目的：保障未成年人健康成长，促进家庭教育

事业发展；（3）社会目的：增加家庭幸福与社会和

谐，提升民族整体素质。而父母体罚在场域上本

身属于家庭教育的范畴，在内容上涉及家庭教养

方式的问题，而且研究也表明父母体罚不利于儿

童身心健康成长，增加反社会行为以及影响亲子

关系等，这也从反面论证了父母体罚是有违家庭

教育的主旨的，应当禁止。

（二）条文内容与内涵意蕴的耦合

禁止父母体罚与相关法律法规的内容耦合

主要体现在三方面：改进教养策略，提升家庭教

育能力的倡议；反对家庭暴力的明文规定；违法

后相关法律责任的追究。

首先，教养策略及能力上，福建省《条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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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条、重庆市《条例》第十一条都提到父母或者其

他监护人应当在家庭教育的知识、观念、方法、能

力等方面注重全方位、多层次的提升，同时注重

自身的榜样示范作用。这表明构成完整教育体

系之一的家庭教育开始备受重视，人们开始意识

到家庭教养方式、教养能力以及家庭氛围对个人

成长的重要性。而体罚作为一种消极教养方式，

与当代所倡导的“正面养育”有所冲突，必然成为

改进教养策略的重点关注对象之一。

另外，在禁止家庭暴力的规定中，《家庭教育

法（草案）》第二十二条指出，父母或者其他监护

人在实施家庭教育过程中，不得有任何形式的家

庭暴力；《未成年人保护法》第十七条中也提到，

不得对未成年人实施家庭暴力；重庆市、江苏省、

安徽省、湖北省等地的《条例》中也强调禁止对未

成年人实施殴打、恐吓、侮辱等不当形式进行家

庭教育；其中，江西省明确指出禁止对未成年人

实施体罚。综上，虽然只有一个省明确禁止体

罚，但其他法律条例中提到的殴打等暴力形式也

属于体罚的核心内涵，这表明反对体罚的价值观

是被立法决策者或利益相关者所认可的，这为专

门的禁止家庭体罚立法的意识领域做了有益的

铺垫。

同时，在法律责任追究上，各省市在《条例》

中也做了明确规定，但各地根据情节不同，处理

方式上有细小差异。比如江苏省提到，“有殴打、

恐吓等家庭暴力行为，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的，应当予以劝诫、批评教育以及依法处理”；而

重庆市指出，要根据情节依法予以训诫、告诫或

者行政处罚，而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这表明针对家庭教养方式不当的问题，从家

庭层面上升到了法律层面，这也是保障未成年人

权益的重要举措，同时这也为禁止体罚立法相关

条款的拟制奠定了基础。

（三）其他禁止一切体罚的国家提供的实际

经验

禁止和消除体罚是结束一切虐待儿童行为

的一项基本战略，各国日益认识到，为了发出暴

力惩罚不再是可以接受的明确信息而进行的法

律改革，是防止一切暴力侵害儿童行为和避免其

对个人和社会造成巨大代价的必要且可实现的

基础。迄今为止，已有61个国家实施体罚禁令，

此禁令适用于各种场合，包括家庭中［8］。其中，有

34个国家作为开路先锋，确立了“共同消除暴力”

的全球合作关系。这些国家已正式和公开承诺

采取全面行动，制止一切形式的暴力侵害儿童行

为。各国为呼吁其他所有国家采取行动结束暴

力行为，倡议通过立法禁止体罚作为行动的当务

之急。

在已颁布禁令的国家中，研究表明体罚的认

可度与发生率降低，有害影响减轻。瑞典自1979

年实施禁令以来，成年人认可和使用体罚的情况

一直在下降。例如在 2011 年进行的一项涉及

2500 名 0-12 岁的儿童父母的研究，调查发现

92％的父母认为殴打孩子是错误的；在过去的一

年中，约有3％的父母殴打了孩子，而1980年这一

比例为 28％。而日本禁止一切体罚的规定于

2020年4月生效，一年后调查发现体罚的接受率

仍然很高，但下降了15％以上（原为56.7％）［9］。

另外，在2021年1月，韩国司法部也宣布禁止体

罚。综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禁止体罚的行

列，并且研究表明禁令的颁布对改善公众对体罚

的态度与使用卓有成效，这值得引起国内学者的

思考。

四、家庭体罚立法的困境

（一）家庭教育体系的滞后发展

立法进程的推动首要考虑其时代背景与现

实条件。家庭体罚立法定要依托整个家庭教育

法案，只有家庭教育体系孕育成熟，家庭体罚立

法才有生长的土壤。目前，整个家庭教育体系发

展的不健全与不完善，便从根本上制约了“家庭

体罚”立法的进程。虽然近年来，家庭教育已进

入法制化发展轨道，但在轨道运行过程中囿于重

重困难，难以达到行之有效，目前面临的困境主

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家庭教育体系的发展，不仅受社会发

展水平的制约，还需要相关资源。其中法律依据

是前提，家庭教育理念的宣传与渗透是保障，人

力资源体系的建设是关键［10］。而目前我国处于

法律条文的起草阶段。其次，也受制于社会服务

体系与服务水平。目前国内缺乏处理儿童家庭

暴力的社会服务机构与网络，法律缺乏有效的处

罚手段，严重的暴力案件会追究监护人的刑事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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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但在缺乏制度和服务资源的情况下，剥夺父

母监护权可能会使儿童处于无人监护的状态。

因此，救济途径的缺失与服务体系的不健全也阻

碍了家庭教育工作的法制化进程，家庭体罚立法

无兜底保障。

另外，特定的文化传统会影响人们的态度

以及法律制度。不仅客观存在的现实决定社会

问题，人们的主观态度也会影响社会问题。从

儒家秩序中延续下来的中国家庭，一直被认为

是私人领域，公共权力常以家庭稳定为大局，一

般不予以干涉。在这样的认知和态度下，法律

规定也体现了家内家外有别，只要孩子受伤害

的后果不是特别严重，司法机关一般不主动干

预。同时，家庭体罚的立法不同于一般的法案，

它嵌套着亲情的情愫，公共权力何时、在何种情

况下以及在何种程度上介入的复杂性似乎又减

缓了立法的步伐。

（二）体罚历史深远，思想观念根深蒂固

体罚是数千年来存在于我国家庭教育中管

教子女的方式，打孩子被父母视为一种特权，而

且这种权力得到伦理的支持。三纲五常是中国

儒家伦理文化中的架构，是封建礼教所提倡的

人与人之间的道德标准。其中“父为子纲”强调

父母对子女的管教惩戒权是绝对的。伦理要求

子孙绝对服从父祖的意志，不许有丝毫的违背，

否则就被斥为不孝之子。其次，我国传统社会

实行家长制，有具体的家法家规，当子孙违反父

辈的要求，不守规矩时，父亲可自行加以惩责，

惩罚手段多以体罚为主。并且人们认为儿童年

龄小，不懂事，需要严格地管教甚至压制。这种

不合理的儿童观也使教育观出现了偏差，常将

子女视为私有财产，可以任意处置，这反映了家

庭成员间的不平等关系，而体罚子女则是家长

特权运作的结果。

虽然现在已进入新时代，但管教子女的传统

体罚形式仍在延续。“不打不成器”的格言被奉为

圭臬、“棍棒底下出孝子”的观念深人人心，这些

观念经过千百年来的反复灌输，已经成为中国人

思想和生活的一部分，打骂子女毋庸置疑地成为

父母管教子女的法宝，经历了家庭世世代代父传

子袭的实践，已成习俗，这无疑为当今时代体罚

发生的高频繁性与普遍性提供了最深层次的缘

由。因为父母体罚表面上看起来是教养方式的

问题，实际上是认识与理念的问题，而根源是文

化问题。作为一种普遍的教养方式，从古至今的

沿袭代表着它有深厚的社会心理基础，而要从根

源上去禁止与消除似乎还面临着诸多瓶颈。

（三）现代父母对成才论的认识误区

“狼爸”和“虎妈”，他们因为严苛的逼子成

才的故事而备受关注。比如被称为“中国狼

爸”萧百佑，他的四个孩子中的三个被北京大

学录取，他的口号是“三天一顿打，孩子进北

大”。虽然这种“体罚式教育”遭受一定的质

疑，但也受到一些父母的追捧，甚至带着孩子

来取经。诸如此类的社会现象被新闻媒体大

肆宣扬后，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大众对于体罚

的认同感，甚至对这种严厉教养方式产生“晕

轮效应”。特别是在没有其他有效教养策略的

情况下，父母“望子成龙”带来的压力感，信奉

着“为子女好”“最大利益”等这类理念，对传统

的体罚形式不假思索地沿用，强调子女的绝对

服从，无疑加剧了孩子遭受体罚的风险。

此外，中国父母常用子女的学习成绩来评判

自己父母角色的成功与否［11］。因此，在中国教育

的急功近利与较大的社会竞争压力背景下，孩子

常被看成是父母与家庭的希望，父母便高举“为

了孩子前途着想”的旗帜，要求孩子努力学习，培

养孩子“成才”。学生沦为分数的“奴隶”，教育的

“异化”发展，这无疑跟父母的成才论与教育观是

紧密相连的。

五、家庭体罚立法的遵循原则

（一）立意明确：规定从模糊转向具体

禁止体罚是为了确保儿童与成年人一样受

到法律的平等保护。作为社会中最小和最脆弱

的成员，儿童应该得到更多的保护。禁止体罚的

主要目的是发出一个明确的信息，即殴打儿童与

殴打其他人一样，都是不可接受的或合法的，并

为非暴力抚养儿童带来文化变革。这有助于提

高全社会对儿童的尊重，减少对其他暴力形式和

虐待儿童的容忍度。

1993年深圳经济特区明确禁止对女童进行

体罚（第23条），1999年的《防止青少年犯罪法》

中，也规定家庭不得对儿童施加身体惩罚（第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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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但是同一部法律规定，严重行为不端的儿

童的父母或监护人可能会被命令对其子女进行

“严格管教”（第35、38和49条）。在2013年，政府

向儿童权利委员会报告说，中国的法律明确禁止

一切体罚儿童，包括在家中。但是，经修订的

《2006年未成年人保护法》（2012年进一步修订）、

《1979年刑法》《1982年宪法》《婚姻法》（2001年修

订）和《反家庭暴力法》（2015年通过）并未明确禁

止对儿童的所有体罚。今年颁发的《家庭教育法

（草案）》以及各地的《条例》大多也只是笼统概述

“禁止家庭暴力”或者提到体罚的某一种形式“禁

止殴打”，只有江西省的条例中明确提到禁止体

罚。综上，通过梳理有关体罚的相关法律条款的

发展脉络后，发现体罚立法有一定的社会历史基

础及实施意向，但至今体罚的边界与限度都不明

晰，立法进程也就窒碍难行。因此，立法的首要

任务是明确体罚的概念与具体的形式，在法律条

款的拟定上应直接提出“禁止任何环境下实施体

罚”，并且体罚形式的规定也要更加明晰，比如

“禁止打屁股、扇耳光、推挤、摇晃等轻度体罚，以

及用某些物体（皮带、梳子）揍、拳打脚踢、用力地

摔倒孩子等重度体罚”等形式。只有法律规定从

模糊转向了具体，才能够被准确地理解和运用，

才能为相关问题的解释与处理奠定基础。

（二）法律条款：宜采用强制性与非倡导性原则

法律的倡导性是指法律具有的指引人们行

为，调整社会关系的一种属性［12］。而强制性是指

必须依照法律适用、不能以个人意志予以变更和

排除适用的规范。总体来说，现阶段的《草案》及

各地的《条例》主要采取的是倡导性原则和少许

的惩戒性原则，比如教育知识的丰富、教养策略

的改善、教育能力的提高等方面主要是采用倡议

或宣传的方式，而针对家庭教育方式不当等问题

主要予以批评教育或依法处理。但由于暴力不

是留给家庭解决的私人问题，而是国家有义务维

护的人权问题，因此对于体罚行为的惩处要坚持

强制性、惩戒性原则。

根据交换理论，父母打孩子是因为他们这样

做不受惩罚或者惩罚较轻，施暴的成本较小。《教

师法》中针对体罚学生的处罚措施，会依据各种

情形给予行政处分或解聘，追究刑事责任或民事

责任。其他国家禁止一切体罚的规定中，也充分

体现了强制性原则。比如日本修订《防止虐待儿

童法》后规定，“对孩子行使父母权力的人不得对

他/她实施体罚”（第14条），并且“具有父母权力

的人无法逃避对暴力犯罪的刑事处罚”。另外，

国家赋予父母抚养和管教孩子的众多权利和义

务，只要不发生重伤、死亡或者被控告的情况，国

家一般不主动干涉父母的权利，即使在被控告的

情况下，警方也常缺乏有效的处理。针对儿童的

家庭暴力，在大多数情况下还被看成是家庭私领

域的事情，在目前的法律规定下，父母的体罚行

为仍属于监管盲区，只有造成严重后果的暴力案

件才会被受理，在这样的背景下，法律条款的拟

定如果不坚持强制性与惩戒性原则，很难从根本

上改变公众的意识，也难以对此类行为起到警示

作用。

（三）责任主体：明确管理机构与职责范围

立法的核心内容首先应明确调节哪些关

系，主体的相关责任等，具体包括谁来管理，如

何落实等问题。大量出自爱、保护和教育的良

好动机而侵犯儿童的合法权益，是我国儿童权

利保护中的一大问题［13］。尽管新法中都提到

了“未成年人可以向学校、父母或者其他监护

人所在单位、村（居）民委员会、妇联、民政部

门、未成年人保护组织反映、投诉、求助，或者

向公安机关报案”。但由于儿童与父母的感情

关系、权利关系和“孝道”观念的影响，以及儿

童的弱小无助，儿童的主动投诉与控告的情况

很少发生，而情况严重到“公诉”的时候，往往

已经造成无法挽回的结果。因此，需要建立完

善的儿童监护机构和保护儿童免受暴力的机

制，我国目前还缺少这样的监护体系去保护儿

童。目前的庇护所大多有名无实，没有发挥应

有的作用。另外，虽然提供投诉路径的单位众

多，但职责不分明，各单位或组织也难以形成

合力，难以对家庭暴力真正起到制约与惩罚作

用。

其次在管理部门的职责上，虽然相关法律有

提到“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履行或者不当履行

家庭教育职责，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相关

单位和组织依法予以劝诫、批评教育或者向公安

机关报案”。但这仅仅是提供了路径与内容，法

律条款还应该更具可操作性，特别是应该明确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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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受伤后向谁求助，由谁按照什么样的程序介

入，公安机关如何对“施暴者”进行处罚等等。综

上，法律条款还应明晰管理机构及其职责范围，

包括投诉机构、管理机构、监督机构，做到投诉有

门，管理有度，监督有力。虽然法律规定无法完

全制止父母体罚孩子，但有了法律规定，起码能

为父母的行为提供准绳与约束，增加“社会控

制”，也能为儿童求助和相关人员的介入、监督提

供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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